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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社区礼法兼治的历史思考
○董建辉　郭志超
(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, 福建厦门 361005)
摘　要 : 本文依据古代文献和历史遗物 , 通过对明代泉州农村社区的历史考察 , 指出封建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秩
序的维持是以“礼治为主 , 礼法兼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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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曾于 1947 年出版了他的名著《乡土中国》, 在该书的“礼治秩序”一章
中 , 他明确指出 :“(中国) 乡土社会 ⋯⋯是个‘无法’的社会 , 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国家权力所
维护的原则 , 但是‘无法’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 , 因为乡土社会是‘礼治’的社会。⋯⋯而
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 , 维护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。”[1 ]在半个世纪以前 , 费老即能
以独到的文化分析的眼光 , 洞察中国乡土社会秩序维持的独特性 , 是很有学术贡献的。50 多年
来 , 费老的这一观点反复被引用而未见任何变新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的《乡土社




向人们讲述了当地曾经有一段社会秩序治理的黄金时期 : 嘉靖年间 , 青阳士绅庄用宾在青阳主持
乡约 , 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取得了社会治理的成效 , 成为后世的垂范。《青阳乡约记》的撰写者是
侧重于礼治来察议的 , 而且明显是为了彰扬庄用宾主持乡约的德行 , 因而不可能对乡约的方方面
面都顾及到。然而 , 如果我们结合《惠安政书·乡约篇》的研究 , 就不难发现 , 中国乡村社会秩
序的维持并非仅仅依靠礼治 , 而是以礼治为主 , 礼法兼治。
所谓“法治”, 按照费老的解释 , 即是依靠国家权力所规定的法律来进行社会治理 ; 而“礼
治”则是指不依靠国家的权力 , 而是依靠“礼”即社会公认的传统行为规范来治理。封建时代的
中国农村社会 , 如果只是依靠法治 , 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。而且 , 这种治理也是十分僵硬的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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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“无法”的天地 , 只是依靠文化传统的规定来管理 , 那也近似于一
种“理想国”。
《惠安政书》撰于紧接着嘉靖年的隆庆四年 (1570 年) 至万历元年 (1573 年) 间 , 作者叶春
及时任惠安知县 , 与庄用宾是同时代人。惠安与晋江同属泉州府 , 对朝廷礼部发布实施乡约的贯
彻 , 差别甚少。而且 ,《惠安政书》是叶春及在知县任内实地调查 , 广泛征集并校对文献资料的
基础上而撰写成的。因此 , 以《惠安政书·乡约篇》作为《青阳乡约记》之补说是合适的。
据《惠安政书·乡约篇》记载 , 在明代初期 , 封建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行政管理 , 在全国
乡村普遍推行里甲制度 , 又于里中设耆老。“国家之法 , 十户为甲 , 甲有首。一百一十户为里 ,
里有长。统以县、府、布政使司 , 而达于部。又于里中 , 选高年有德、众所推服者充耆老 , 或三
人 , 或五人 , 或十人 , 居申明亭 , 与里甲听一里之讼 , 不但果决是非 , 而以劝民为善。”[2 ] (328) 在
“申明亭”议决时 , 老人、里长、甲首 , 依序而坐。如果里长年岁长于老人 , 则就坐于老人之上。
若事关他里 , 则须邀其里甲长共同议决。本里如有难以决断之事 , 或里甲长的子弟亲戚有犯 , 则
邀东西南北四邻里的老人、里甲共同来议决。从明初封建政府设立的里甲制度来看 , 其目的显然
是想依靠乡村的传统礼制来维持广大农村的社会秩序 , 而不借助于封建政府的政治权力。
这种意图从表面来看是可行的。“盖耆老里甲于乡里人 , 室庐相邻 , 周知其平日是非善
恶。”[2 ] (329)议决起来自然是有理有据。但是 , 由于里甲耆老虽掌教化 , 但无理断不必由官府处理
之讼的实权 , 礼治缺乏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和约束 , 所以到了明中期 , “法废 , 各里亭尽堙没 , 县
囗徒存 , 所谓老人 , 率闾茸辈 , 不过督办勘委 , 以取刀锥之利 , 拜揖送迎 , 事官长为仪耳 , 有司
遂蔑视之。”[2 ] (328)明初设立的乡村里甲的耆老制因而也形同虚设。
在礼治无法有效实行的情况下 , 明政府又步入另一极端 , 改由官吏直接插手乡间诉讼。事无
巨细 , 均由官吏了断。官吏不了解乡理乡情 , 由他们决断事非 , 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。“长吏自
远方来至 , 一旦坐政事堂 , 求情于尽牍之间 , 智伪千变 , 极意揣摩 , 似评往史 , 安能悉中 ? 重以
隶卒阿于其旁 , 董楚罗于其前 , 视其长吏 , 犹鬼神之不可睨 , 十语九忘 , 口未出而汗交颐。何如
反复于乡里之间 , 若子弟于父兄然 , 得以尽其词说 ? 又况有不肖之吏 , 恣为暴虐 , 自以解官 , 挺
身去耳 , 无有顾虑。耆老里甲 , 其乡里长久人也 , 即有不平 , 何敢相远 ? 且一被逮 , 往复岁时 ,
它无论 , 道途饮食 , 费已不赀 , 万一触忤 , 朴击交下 , 孰与保家产 , 全肤体 , 争于陌头 , 释于　
尾者哉 ?”[2 ] (330)由此可见 , 纯粹依靠礼治 , 而缺乏法律上的保障和约束 , 其效果是很有限的。但
如果无视乡村社会的礼治传统 , 擅自用法治来作为治理乡村社会的唯一手段 , 那也是无法准确地
决断是非 , 从而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的。
有鉴于此 , 嘉靖初年 , 政府“部檄天下 , 举行乡约。⋯⋯创亭以为约所 , 推择耆老为约正
副 , 余咸属之。”[2 ] (328)初时 , 邑中长老担心又被政府官吏晾在一边 , 落到和以往同样的命运 , 引
避不就。直到政府“招以谕文 , 加以束帛 , 明知知县愿与共治之心 , 乃肯来会。置酒设礼 , 与之
更始。”[2 ] (328)乡里耆老有了一定的裁断乡里争讼的实权 , 其权威便逐渐树立起来。有了权威 , 有
了官方与民间“共治”的保障 , 耆老主要施行的教化才能有效地开展起来。青阳士绅庄用宾正是
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主持乡约 , 才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, 为乡人所垂注。
明乎此 , 我们才能理解 , 明初时封建政府也实行民间教化 , 也在里甲中推举耆老 , 至明中期
却流于形式 , 而“嘉靖间 , 部檄天下 , 举行乡约”, 形式和内容与明初以后耆老主持一里之教化 ,
与里甲一起听讼非常相似 , 但却能卓有成效。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乡约的约正 (也称约长、约之耆
老、老人) 不是纯粹依靠传统的社会行为规范即“礼”来教化、约束乡人 , 而是同时拥有裁决一
般民间诉讼和性质较轻的犯罪过失的权力。这种权力是政府所委托的 , 并非全然基于传统的权
威。有了这种权力上的保证 , 乡约的约正才能真正有效地开展“教化”, 规范乡人的社会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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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切小事 , 付诸耆者。愚民訾訾 , 或动浮言 , 微察耆老 , 常有惕然之意。”[2 ] (330) 由此 , 我们可以
说 , 有效的乡约应是封建政府与民间社会“共治”的结果 , 是封建政府将部分政治权力下放给民
间基层使然。如果“有司以权柄下移为讳 ,”[2 ] (329)那么 , 乡约是不可能有效地实施的。
在确保民间能够分享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政治权力的同时 , 为了充分发挥“礼”在维持乡
村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, 淡化“法”对乡村社会的盲目干扰 , 明朝政府还从法律上规定 , 该由乡约
所理断的 , 耆老不得推诿 ; 属乡约所理断 , 民不许越级报官 ; 县官不得擅侵乡约耆老的职责。
《惠安政书·乡约篇》载明 :“奸盗、诈伪、人命重事 , 方许赴官陈告。户婚田土 , 一切小事 , 务
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。不由者 , 不问虚实 , 囗杖六十 , 发回。官吏不即杖断 , 稽留作弊 , 诈取财
物 , 囗以重罪。里甲老人不能决断 , 致令赴官紊烦者 , 亦杖六十 , 仍着果断。循情作弊 , 颠倒是
非 , 依出入人罪律论。已经老人里甲处置停当 , 顽民不服 , 展转告官 , 捏词诬陷 , 正身处以极
刑 , 家迁化外。官吏不察所以 , 一概受理 , 一体罪之。”[2 ] (329) 乡约耆老须与里甲长一起听断民事
诉讼。《惠书政书·乡约篇》说 :“ (乡约) 以十有九章听民讼 : 一曰户婚 , 二曰田土 , 三曰斗殴 ,
四曰争占 , 五曰失火 , 六曰窃盗 , 七曰骂詈 , 八曰钱债 , 九曰赌博 , 十曰擅食园林瓜果。十有一
曰私宰耕牛 , 十有二曰弃毁稼穑 , 十有三曰畜产咬杀人 , 十有四曰卑幼擅用财 , 十有五曰亵渎神
明 , 十有六曰子孙违犯教令 , 十有七曰师巫邪术 , 十有八曰六畜践食禾稼 , 十有九曰均分水
利。”[2 ] (329)总之 , 有争讼 , 乡约所就为其讲息 ; 如有过恶 , 就谕令其省改。此外 , 置劝善、戒恶
习薄二扇 , 用来登记乡约之众的善恶。《青阳乡约记》云 :“有善者 , 与众扬之 , 虽微不弃 ; 有犯
者 , 与众罚之 , 虽亲不贷 , 抑强而扶弱 , 除奸而御盗 , 解纷而息争。”怎么罚呢 ?《惠安政书·乡
约篇》载 :“许用竹篾荆条 , 量情决打 , 不许拘集。”[2 ] (329)
可见 , 乡约所的听讼理断是县府的分权下放基层 , 是国家权力延伸到基层的变通 , 是国家法
律部分地消解为和揉入民间的习惯法。但从表面上看 , 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国家的法律权力只到县
府一级 , 乡里所行的只是民间的习惯法。由于有国家法律权力显性或隐性地延伸到乡村基层这一
凭借 , 乡约才能有效地发挥治理职能。礼治如果缺乏法治的保障 , 不能与法治结合 , 乡村社会的
秩序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维持。当然 , 唯有法治而没有礼治 , 乡村的社会秩序更不可能得到有效
的维持。“国家治礼 , 达乎庶人”, 民间的“礼”也是由国家之“礼”影响和制约的。明智的封建
政府对“废 (礼) 而不问”, 唯“以刀笔筐箧为事”的“俗吏”是厌恶的 ; 对积极在民间倡导礼
治、推行教化的官员是推崇的 , 其事迹常被列入方志的“宦绩”之中。例如 : 宋代的王十明、真
德秀等泉州太守 , 对民间教化 , 或“温词晓以理义”, 或“著作劝谕文”; 明隆庆年间 , 泉州知府
朱炳如“为政先教化而后刑罚”。[3 ]甚至 , 这类官员还介入基于乡土社会传统的乡规民约。例如 :
宋代至和、嘉　年间 , 蔡襄任泉州知府 , 就为晋江龟湖水利的管理利用 , 订立“塘规”多款。明
嘉靖三十二年 , 泉州知府童汉臣在“忠惠所立塘规久废”的情况下 , 责成晋江县衙恢复 , 并“增
规二十九条”。[4 ]这表明有的乡规民约甚至是由官府订立和维护的 , 如果触犯官订的乡规民约 , 很
可能要被官府绳之以法。这些例子都反映了封建国家的法治对乡土社会的礼治的介入和渗透。
总之 ,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窥见 : 中国封建时代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以礼治为主 , 礼法兼
治 ; 无论是唯“礼”无“法”还是倚“法”弃“礼”, 都是行不通的。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 , 对
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 , 法治和德治 , 从来都是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的。虽然法治并不等于德治 ,
但是江泽民同志的这一科学论断 ,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封建时代“礼治”和“法治”在农村地区社
会治理中的作用 , 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。识此 , 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。在中国广大农村社区 , 人口的流动性很小 , 土地的变动也很少 , 大多
数人生于斯、长于斯、逝于斯 ,“礼”仍然是调节农村社区人与人之间关系、维持社会生活秩序
的一种重要的规范力量。我们应该取其精华 , 去其糟粕 , 合理地加以利用。但是 , 如果我们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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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农村社会 , 社会秩序无需借助外力来维持 , 单凭传统的规范力量或个人的良知 , 就能创造出一
个合乎需要的社会秩序来 , 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没有法律制度上的制约和保证 , 农村地区社会秩序
的维持是不可想象的。在叶春及和庄用宾所处的时代已如此 , 更何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今天 ,
飞机、电脑、卫星等高科技已经把我们推向一个全球经济逐步一体化的时代 , 农村地区人们的思
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, 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。在这种新形势下 , 要求我们不仅要用社会主义的
道德规范去教育广大农民 , 而且要从法律制度上去加以保证 , 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建设好符合社会
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型农村的精神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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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: In the light of ancient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remains and by means of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made into rural commu2
nity of Ming Dynasty in Quanzhou , the authors have their views on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in Chinese rural areas during
feudal age. In the authors opinion , the public order is chiefly maintained by the rule of discipline rite , namely , feudal code o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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